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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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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
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
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
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
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
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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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局

限在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狭窄范围之内，因此形成了中

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相互重合、通婚距离小、相对

封闭的传统农村婚姻模式。此外，由于中国长期以来

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婚姻为手段来实现

居住地改变的婚姻迁移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女性进行

移民的主要手段。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仍然受到其固

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成功实现远距离婚姻移民的

农村女性比例仍然不高，难以改变中国农村女性的传

统婚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以来，伴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飞跃和区域经济结构变迁，人口迁

移和流动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显示，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已达 2． 6 亿人，约占全国

人口的 19． 5%。其中，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当前中

国流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原因［1］。如此大规模的人

口流动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可持续

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女性传统

婚姻模式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巨大的。事实上，随着流

动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女性

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伴随着流动也发生了改变，其

通婚范围正在快速扩大。2011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

位调查显示，全国约有 15． 7% 的城乡流出女性其配偶

是“在外结识的非同县异乡人”，远高于 10 年前第二

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2］。
根据农村流动女性与其配偶户籍注册地的异同分

类，其婚姻构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回

原籍与本县市家乡人或在流入地结识的同县人结婚;

第二种情况是与在流入地打工所结识的当地人成婚;

第三种情况是与在流动过程中所结识的外乡人( 非流

入地当地人或老乡) 结婚。从通婚区域和距离来看，

第一种情况与通婚范围较为狭小的农村传统婚姻模式

没有本质的区别，农村流出女性最后仍然是与流出地

当地男性完成婚配。而后两种情况则与中国农村女性

的传统婚姻模式不同，流出女性与外乡人成婚突破了

狭小通婚地域范围和当地熟人婚姻市场。本文将这种

在流动过程中与外乡人成婚的婚姻形态称为农村流动

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这种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

大规模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其婚姻模式和影响因素

与传统婚姻模式不同［3］。这种新型婚姻模式以其流

动、开放和自主为特征，正悄然改变着中国农村通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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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圈构成的相对封闭狭小的传统婚姻市场，其引发

的社会影响将是明显和深远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将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有

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

重要途径。在这种宏观政策背景下，随着中国新型城

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改革步伐的加速推进，以及外出务工女性独立性、自主

性和城市适应程度不断提高，将进一步为他们的社会

融合及与流入地男性通婚奠定更好的基础［4］。可以

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女性选择与在流动

过程中结识的外乡人成婚。因此，研究劳动力市场上

农村流动女性的这种新型婚姻模式，揭示其婚姻匹配

特征、成婚影响因素及其社会融合途径等等，将成为越

来越重要和紧迫的社会管理创新课题。对这种新型婚

姻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婚姻

家庭变迁趋势，而且对提高流动女性婚姻家庭治理和

稳定社会关系，以及促进中国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大规模未婚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经商对

输出地婚姻市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留守在经

济相对落后村庄里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成婚机会，受到

女性劳动力外迁的影响更大［5，6］。伴随着劳动力大规

模流动而出现的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的比例日益增

加，对中国传统以地缘为主的相对封闭的农村婚姻市

场的影响和冲击也将越来越大，无论是对微观层面婚

姻和家庭福祉还是宏观层面当代中国农村的人口与社

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

女性传统婚姻迁移的时空特征、动因( 经济动因、地域

性因素、个人因素等) 、机制、途径和后果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实证研究［7 － 10］。对传统婚姻迁移女性家庭的

婚姻匹配模式进行了较多研究，也从宏观层面做了不

少定性的分析。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流动女性的新

型婚姻模式、机制和影响研究还不多。新一代农村流

出女性的丈夫和传统农村婚姻迁移妇女丈夫的特征已

经有所不同。当前中国流动女性的婚姻特征到底如

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劳动力流动受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影响非常大，因此流动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
特征及规律也必将随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

而变化。这 是 一 个 值 得 引 起 学 术 界 高 度 重 视 的 新

课题。
限于微观样本获取难度，采用大范围微观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从微观样本层面采用统计模

型分析来解释流动女性婚姻匹配影响因素还不多见，

对中国近年来农村流动女性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就更

为少见了。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农

村流动女性婚姻模式和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其

成婚模式的影响因素。第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开始

专门设置流动人口调查专卷，为近 10 年中国农村流动

女性的婚姻模式及特征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

数据支持。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卷数

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统计模型来揭示当前中国农村流

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成婚影响因素，并讨论促进

选择跨区域婚姻模式的流动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措施

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设计

伴随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而出现的与外乡人成婚的

农村流出女性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属于人口流动与

婚姻理论的研究范畴。对这种新型婚姻模式，用于分

析传统婚姻迁移的人口推拉理论和移民网络理论并不

能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农

村流动女性的婚姻缔结往往是人口流动的结果; 而传

统婚姻迁移女性的婚姻缔结则与此相反，婚姻是迁移

的原因。西方学术界对于人口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认

为流动对婚姻产生了消极影响，推迟了流动人口的成

婚年 龄，其 弱 势 地 位 不 利 于 流 动 人 口 在 流 入 地 成

婚［11 － 1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流动扩大了适婚人

口的择偶范围和选择机会，提高了不同区域成婚的可

能性，有利于加速流动人口婚姻的形成［14，15］。这种看

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实际上是从流动人口潜在结婚机会

和婚姻缔结结果两种不同角度所进行的解读。而流动

女性婚姻缔结往往还受到择偶观念、婚姻行为以及社

会融合等多个方面的制约，不单纯是结婚机会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跨区通婚比例在逐渐扩

大，同时初婚年龄也在增加。考虑到流出未婚女性外

出务工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时，实际上作为新成员同

时也进入了流入地婚姻市场。因此我们认为要理解当

前中国流动女性的婚姻行为和特征，还必须结合社会

学的人口婚姻家庭理论来进行探讨。
婚姻交换理论和婚姻市场理论是目前西方学术界

进行择偶和婚姻研究的主要社会学理论［16 － 20］。其中

婚姻交换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观点在择偶和婚姻领域

的应用，也是择偶和婚姻缔结研究领域影响最为深远

的理论。该理论将婚姻缔结视为一种等价交换，强调

个人自身特征和资源同自身择偶偏好之间的匹配关

系，认为择偶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16］。婚姻市场理

论和婚姻交换理论均认为影响婚姻行为影响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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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 如个人经济状况和个人非经济状况) 和婚

姻市场层次的因素。在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的背景

下，个人特征状况往往决定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特

别是经济特征对增加结婚机会具有积极作用［21］。婚

姻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常常表现出较差的经济资源

和个人特征，如较差的经济状况、偏低的受教育水平、
偏大的年龄、内向和不善言谈的性格等［21 － 23］。而关于

流动人口的婚姻行为和匹配模式，西方学术界已经提

出了人口结构理论［24］、结构同化理论［25］、社会地位分

析理论、交换理论、选择理论等众多社会学理论［26］。
其中交换理论认为在异地新环境下工作产生的压力强

化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婚姻交换意识，促成了婚姻市场

上社会经济优点和非社会经济优点相交换而形成的婚

配［27］。基于婚姻交换理论，国外对婚姻移民家庭婚姻

匹配模式与特征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强调“平等身份

交换假设”［14］，并重点关注夫妻的经济匹配方式( 如

教育、职业和收入等) 和年龄匹配特征［28，29］，认为女性

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而男性则倾向

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中等或低于自己的女性［30］。
西方学术界对个人非经济特征的研究比较少。在

有限的研究中大多关注年龄因素，而其它个人特征较

少引起关注。家庭因素的影响也较少被提及，只有少

数研究强调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父母离异对子女婚姻行

为的影响［31］。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内学者比较重

视个人非经济特征对婚姻机会的影响，也比较强调家

庭因素在择偶和婚姻的缔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32］。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中，婚姻不仅是当事人双方个

体的事情，更是涉及双方两个家庭的大事，特别是对于

中国农村家庭更是如此［21］。因此夫妻双方家庭情况

包括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均会影响子女婚姻

缔结。这在中国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中已经得到实证，

作为一种“资源交换”，迁移女性的丈夫往往是那些年

龄大、经济状况差、或者存在身体或心理的缺陷，在当

地婚姻市场结婚机会受限的男性［3，5，21］。考虑中国农

村传统文化，以人口流动婚姻交换理论为指导，本文认

为流动女性的个人层次变量( 包括本人和配偶变量)

和家庭层次变量均会对其婚姻模式的选择产生有影

响，具体见图 1 的研究框架图。对于农村流动女性来

说，流动扩大了其所面临的可供资源交换的婚姻市场，

通过流动从当地狭小封闭熟人圈婚姻市场扩展到了流

入地婚姻市场。流动女性在选择具体婚配模式时，其

家庭特征对基于资源交换的婚配决策过程也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最终流动女性在其择偶偏好和婚配决策下

完成其婚姻模式的选择。

图 1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的分析框架

二、数据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全国妇联联合国家统计局以 2010 年 12

月 1 日为基准时点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数据( 1990 和 2000 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

抽样调查) 。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

现实，设置了流动专卷对流动女性个人 /家庭层面多个

方面的调查变量。流动专卷调查中流动女性定义为外

出务工经商半年以上且目前仍在外地的流动女性。为

了对农村流动女性婚姻模式和匹配特征进行研究，本

文将流动卷调查中选择“配偶为流动时在外结识的当

地人或非老乡外地人”的已婚农村流动女性样本，定

义为新型婚姻模式样本; 在流动卷调查中选择“配偶

是同县老乡”的农村已婚流出女性样本，定义为传统

婚姻模式样本。据第三次妇女调查数据定义，老乡特

指户籍为同县市的人群。
从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卷中识别出农村

流出女性样本 1 007 个①。其中，配偶是在外出务工经

商认识的非老乡的新型婚姻模式样本数为 121; 配偶

是同县市老乡传统婚姻模式样本数 437 人。选择新型

婚姻模式的农村流动女性占全部已婚农村流动女性人

数的比例为 21． 7%。考虑新生代未婚农民工逐渐进

入婚姻市场，选择与非老乡婚配的新型婚姻模式的流

动人口 数 量 和 比 例 将 会 越 来 越 大。例 如 湖 南 省 有
19． 5%的 湖 南 流 出 女 性 配 偶 是“在 外 结 识 的 异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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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库统计。



人”①; 四 川 省 和 重 庆 市 这 一 数 据 分 别 为 18． 5% 和

11． 4%②。对于农村流出未婚女性群体来说，显然不

断提高的与非老乡( 工作地当地人或外乡人) 成婚比

例意味着农村流动女性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

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流出女性在打工地能成婚通常也

被认为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和社会支持网络质量

的一个较好衡量指标之一［4］。这一指标的攀升反映

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和生存环境正在逐步提高

和改善。
( 二) 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当前中国农村流动女

性的婚姻模式及匹配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农村流动女

性成婚模式的影响因素。本文因变量选择为已婚农村

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将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分为与

同乡成婚的传统模式和与外乡人成婚的新型模式两种

主要类型，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

模型来对流 出 女 性 婚 姻 模 式 选 择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择，婚姻交换理论假设婚姻市

场供需平衡，认为个人的择偶偏好和婚姻行为仅受到

个人层次因素的影响［17］。因此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

常常作为社会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其中教育程度被

认为能可靠地反映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潜能，而

职业则是个人收入的直接反映［21］。第三次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流动卷样本主要由来自农村的流出女性构

成，全体样本户籍类型基本上是农业户口。从职业类

型来看，样本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酒

店业和便民服务行业。方差分析表明两组样本的户籍

类型和职业等个体变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和明显

的相关性。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第三次

妇女地位调查所能获得的变量，流动女性个人特征变

量主要选择年龄、教育、初婚年龄以及年收入等。这些

变量基本可以测度流出女性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主要

竞争力和婚姻匹配特征。
除了个人特征变量，婚姻市场理论( 包括性别失

衡理论、可婚配男性假设和婚姻寻找理论等) 侧重考

虑婚姻市场不均衡下的择偶和婚姻缔结，更重视当地

婚姻市场因素的影响［19］。对于农村流动女性来说，流

动带来了新的婚姻市场和成婚机会，因此采用婚前外

出流动总时间长短来衡量婚姻市场上机会的多寡，以

作为婚姻市场流动特征的测度。一般来说研究人口流

动时，流入地域( 例如东部、中部和西部) 也是个重要

变量。但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女性主要流向东部和沿

海发达地区，调查抽样样本中西部新型婚姻模式样本

比例很小，不足以给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故不再对

样本进行地域分组。此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

婚姻决策往往也会适当考虑双方家庭情况，因此家庭

层面的变量还涉及父母和配偶个人特征情况。根据图
1 的分析框架和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流动样本所能够

得到的变量，本文最终所选择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 1
所示。其中各变量的类型及分类标准沿用第三次妇女

调查问卷的定义。
表 1 流动女性个体 /家庭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说明

因变量

流 出 女 性 婚 姻

模式
1 新型: 与外地人结婚; 0 传统: 与老乡结婚

自变量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3 大专及以上

年收入 调查时点前一年年总收入( 元)

初婚年龄 女性初婚年龄( 岁)

外出总时间 结婚前的流动总时间( 年)

配偶个体特征

配偶收入 配偶前一年总收入( 元)

配偶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 3 大专及以上

配偶初婚年龄 配偶初婚年龄( 岁)

家庭特征

经济条件 1 男方家好; 2 女方家好; 3 两家差不多

父亲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 3 大专及以上

母亲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 3 大专及以上

三、结果与讨论

( 一)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与特征
为了从总体上揭示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

和匹配特征，表 2 给出了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问卷所

能获取的重要婚姻特征参数的描述性统计。首先对不

同组别家庭夫妻双方教育程度进行分析。从夫妻双方

受教育程度比例分布情况来看，传统婚姻模式组流动

女性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数占到了近 78%，而新型

婚姻模式组女性约 50%。特别是新型模式组女性样

本的小学程度以下比例是传统组流动女性的五分之

一; 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又是传统模式组女性

的 3 倍以上。这种教育程度分布差异使得新型婚姻模

式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均值远大于传统组女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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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模式组女性丈夫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比例 4 倍于

传统模式组女性。从两个组别的教育程度分布来看，

新型模式组流出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幅度要大于其配

偶教育程度的提高幅度，因此其夫妻双方教育程度不

仅高于传统模式组，且双方教育程度差距呈现缩小趋

势。这说明农村流出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属于同质婚

姻，即夫妻双方倾向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33］。
表 2 农村流动女性不同婚姻模式比例及匹配特征

属性 新型婚姻模式组 传统婚姻模式组

样本数 121 437

比例 21． 68% 78． 32%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 比例)

小学及以下 6． 67% 32． 09%

初中 43． 47% 45． 96%

高中 38． 52% 18． 43%

大专以上 11． 11% 3． 52%

初婚年龄均值( 岁) 23． 65 22． 42

流动时间均值( 年) 5． 60 4． 81

年收入均值( 元) 22457 19718

配偶个体特征

初婚年龄均值( 岁) 26． 09 24． 1

配偶年收入( 元) 28059 22023

配偶教育程度( 比例)

小学及以下 3． 85% 14． 05%

初中 38． 46% 56． 18%

高中 38． 46% 24． 53%

大专以上 19． 23% 5． 24%

家庭特征

夫妻年龄差均值( 岁) 2． 45 1． 69

夫妻教育程度差均值 0． 19 0． 28

夫妻收入差均值( 元) 4313 2581

母亲教育程度( 比例)

小学及以下 65． 67% 84． 65%

初中 29． 10% 11． 51%

高中 5． 22% 2． 99%

大专以上 0． 00% 0． 85%

父亲教育程度( 比例) 0． 535 0． 449

小学及以下 46． 27% 65． 66%

初中 41． 04% 25． 05%

高中 11． 19% 7． 99%

大专以上 1． 49% 1． 30%

资料来源: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年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

流动卷数据

从经济条件匹配来看，新型组女性及其配偶的年

收入均显著高于传统组。与外乡人组成家庭的流动女

性，其个人经济条件要高于与老乡组成家庭的流动女

性。新型模式组流动女性平均收入仅比传统模式组女

性提高约 10%，但其配偶的平均收入却比传统组配偶

的收入提高近 30%。这可能与新型模式组女性教育

程度较高更容易选择同质婚姻也有一定的关系，也体

现了一定的资源交换特征。从夫妻年龄匹配特征来

看，新型模式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传统模式组女性大

了 1 岁多; 其配偶的年龄也比传统模式组的大了近 2
岁。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获得相对较高收入，都需要花费

更多额外时间投入，因此新型婚姻模式组家庭夫妻双方

初婚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均高于传统模式组也

符合常理。这也证实了人口流动与婚姻理论关于流动

可能推迟初婚年龄的观点，也间接验证第三次全国妇女

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质量能够验证已有的理论观点。
从流动女性父母情况来看，新型模式组女性父母教

育程度也显著高于传统模式组。传统模式组母亲为小

学及以下教育程度比例高达 84． 65%，远高于新型模式

组; 初中教育程度也是新型模式组的三分之一。这可解

释为父母教育程度较高，通常具有更开放的观念，更容

易接受女儿与外地人成婚。就婚前双方家庭经济条件

来看，女方比男方好的这一比例新型组( 26． 32% ) 约为

传统组( 15． 89% ) 的 1． 7 倍。个人 /家庭特征的对比说

明，这两种类型婚姻匹配特征的确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已经成为当前农村流动女性的两种明显不同的婚姻模

式。其中条件相对较好的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非老

乡结婚的新型婚姻模式，在流动过程中更容易融入当地

社会。这也可能是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将流动女性通

婚范围的扩大和新型婚姻模式比例的提高作为反映妇

女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正向指标的原因之一。
( 二)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的影响因素
为了揭示农村流动女性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

因素，本文构造了如表 3 所示的 3 个 Logistic 回归模

型。需要指出的是建模时连续解释变量在回归前先进

行归一化。不同的回归模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各

解释变量在不同组合下对流出女性婚姻模式的影响程

度。其中模型 1 为仅考虑女性个人特征的模型。该模

型可用来分析流动女性个人特征变量对选择新型婚姻

模式的影响。由于婚姻缔结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还

需要考察配偶的个人情况，因此模型 2 为加入配偶特

征后的回归模型，这样可以反映资源交换效应对婚姻

模式选择的影响。模型 3 为加入父母家庭特征后包括

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这样回归模型能比较全面

考虑流出女性个人、配偶和家庭三个方面对婚姻模式

选择的影响因素。
44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 / /www． xbskb． cn; http: / / skxb． xjtu． edu． cn



表 1 流动女性个体 /家庭变量定义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 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1． 28＊＊＊
( 0． 40)

1． 22＊＊＊
( 0． 41)

1． 08＊＊＊
( 0． 40)

高中 1． 91＊＊＊
( 0． 41)

1． 90＊＊＊
( 0． 42)

1． 54＊＊＊
( 0． 43)

大专及以上 2． 15＊＊＊
( 0． 53)

2． 15＊＊＊
( 0． 54)

1． 72＊＊＊
( 0． 58)

年收入 0． 32
( 1． 36)

0． 53
( 1． 28)

1． 47
( 1． 45)

初婚年龄 － 3． 13＊＊＊
( 0． 93)

－ 3． 89＊＊＊
( 1． 10)

－ 3． 76＊＊＊
( 1． 22)

配偶个体特征

配偶初婚年龄 6． 14
( 1． 49)

5． 38＊＊
( 1． 65)

配偶年收入 1． 11
( 1． 29)

1． 57
( 1． 61)

配偶教育程度( 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40
( 0． 54)

0． 44
( 0． 55)

高中 0． 78
( 0． 56)

0． 68
( 0． 57)

大专及以上 0． 89
( 0． 68)

0． 82
( 0． 69)

教育差 － 0． 31﹡

( 0． 35)
－ 0． 47

( 0． 2731)

家庭特征

婚前家庭经济情况( 对照组: 双方差不多)

男方家好 0． 32
( 0． 31)

女方家好 0． 86＊＊＊
( 0． 29)

母亲教育程度( 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71＊＊
( 0． 32)

高中 － 0． 21
( 0． 62)

大专及以上 －

父亲教育程度( 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32
( 0． 12)

高中 0． 27
( 0． 13)

大专及以上 －
流动特征

外出时间 1． 14＊＊
( 0． 62)

1． 27＊＊
( 0． 66)

1． 38＊＊
( 0． 70)

常数项 － 0． 74﹡

( 0． 65)
－ 0． 72﹡

( 0． 68)
－ 5． 75＊＊＊
( 1． 38)

Percent Concordant 72． 3 72． 4 78． 7

注: 系 数 小 于 0 代 表 负 影 响，大 于 0 代 表 正 影 响; ＊＊＊，

p ＜0． 001; ＊＊，p ＜0． 01; * ，p ＜0． 05; + ，p ＜0． 1; 资料来源同表 2。

模型 1 表明流出女性教育程度与选择新型婚姻模

式显著统计正相关，而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变

量的回归系数也变大。这说明农村流出女性的教育程

度越高，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概率就越高。一个显而

易见的例证是农村女大学生更容易在城市选择和外乡

人成婚。流动女性初婚年龄自变量系数为负说明流出

女性年龄越大，与外地人成婚的概率就越小。一方面

因为年轻女性在婚姻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

面新一代年轻流出女性要比年长的流出女性在婚姻观

念上更易于接受与外地人的成婚。流动女性的流出时

间也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尽管从

统计平均值来看流动推迟了流动女性的初婚年龄至少
1 岁以上，但流动也扩大了流动女性的通婚选择范围。
农村流动女性外出时间越长，更加能适应流入地( 通

常是城市)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观念，面临更多接触非

老乡男性的机会，也具有更加开放的婚恋观，更容易在

流动过程中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模型 2 为加入配偶个体特征的情况。从该模型中

可以看到流动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解释变量与因变量

并不统计显著，但夫妻双方教育程度差与因变量负相

关。这说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农村流出女性倾向于

与自身教育程度相对较小的外地男性成婚，关注的是

与配偶的相对个人特征而不是绝对值。配偶的收入也

并没有体现出统计显著性，这表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

的流出女性样本在婚姻上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由

于此类流动女性自身收入和教育条件并不差，配偶收

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在控制住配偶个人特征

变量后，可以发现流出女性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与因变

量依然呈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不过配偶效应导致

流出女性年龄解释变量的负系数变小，教育程度各虚

拟变量的系数也有稍微下降。这反映出在婚姻选择时

男性对女性年龄有偏小的偏好，同时对女性教育程度

并不是过分关注。
模型 3 为加入家庭特征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

型，由于变量的增加使得模型 3 的解释程度有了较大

的提高。加入家庭变量后，流动女性配偶的初婚年龄、
母亲教育程度和女性家庭条件开始变得显著。模型 3
反映母亲教育程度对女儿婚姻模型的影响比较复杂。
相对于小学程度，母亲教育程度提高为初中程度与外

出女儿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婚概率呈现正相关。但相

对于小学程度，母亲教育程度为高中的流动女性与外

地人的成婚概率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母亲为高中教育

程度的家庭条件通常比教育程度低的家庭要好，能够

为女儿在家乡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支持。由于大学

教育程度母亲样本数很少，故回归系数可信度不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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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不予采用。而父亲的教育程度并没有表现出显

著相关性。这可以解释为在农村母亲对女儿婚姻模式

选择可能比父亲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流动女性相对较

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正相关，这可

以解释为父母良好的经济条件有助于提高农村流动女

性在流入地婚姻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模型 3 反映当

前中国农村家庭情况对外出子女的婚姻行为仍然具有

一定的影响。
上述回归模型表明，第三次妇女调查农村流动女

性样本的流动时间、教育程度、初婚年龄、母亲教育程

度等特征与其选择与外乡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统计

显著。从个人显著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来看，流动女

性自身个人特征对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最大。

四、结论

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全国流动卷中流

动已婚女性为样本，研究了当代中国流出女性的婚姻

模式、匹配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商

农村流出女性与外地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和与老乡

成婚的传统婚姻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新型婚姻模式中

农村流出女性及其配偶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均显著

高于传统婚姻模式家庭。新型婚姻模式流出女性及配

偶的平均初婚年龄也明显大于传统婚姻模式家庭。可

见新型婚姻模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同质婚姻属性，其

初婚年龄和夫妻年龄差距均大于与老乡成婚的传统婚

姻模式家庭。这些显著不同的婚姻匹配特征表明当前

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出女性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婚姻

模式，且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的农村流

出女性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Logistic 回归模型所揭示的农村流出女性选择新型

婚姻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这些。( 1) 教育程度的

提高，促进了流出女性选择迁移成婚模式的比例; 可见

教育程度不仅能提升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是女性

在婚姻市场上获得较好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 2) 女性流动时间越长，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比例随之

增加; 其初婚年龄也随之增加。( 3) 女性家庭开明程度，

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流出女性选择新型婚姻模式

有显著影响。( 4) 流出女性父母相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

件与其选择新型成婚模式概率正相关。而农村流动女

性的个人收入并没有表现出与选择与外地人成婚模式

概率的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单纯通过提高收入并不一

定能提高农村流出女性在流入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存在婚姻挤压的婚姻市场环境下，高收入和较

高教育程度的未婚女性由于择偶条件的提高，反而可能

面临有效婚姻选择空间缩小的情况。

研究还发现由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流动女性比

例要高于流动男性比例，这会导致在城镇化不断加快

的过程中，农村年轻女性随着劳动力迁移而大量流出

农村地区将对经济相对落后且原本性别严重失衡的农

村地区产生更加严重的婚姻挤压后果。因此劳动力输

出规模较大的农村地区应及早建立应对城镇化可能会

导致的局部婚姻挤压的公共对策。另一方面，在国家

大力推动建设全面小康生活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宏观政

策背景下，各主管部门应尽可能为新生代劳动力特别

是农村年轻流动女性，以及与农村流动男性一起返乡

的外地媳妇在就业、创业和社会融合等各方面提供男

女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网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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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Marriage Pattern of Ｒural Women Migra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based on the third round of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HU Ying，LI Shu-zhuo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the proportion of women farmer migrants to marry non － native men
farmer migrants is getter higher and higher． This pattern of marriage has become a new one produced together with the migra-
tion of labor forces and extended rapidly in modern China．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latest third round of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carried out jointly by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in December 2010，this paper examines trends，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marriage pattern of rural women mi-
gr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riage circle for women farmer migrants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and the new marriage
pattern has taken up a certain proportion． Moreover，the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attern marriag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The couples in the family of the new pattern of marriage have higher degree of ed-
ucation and better social － economic conditions than those in the family of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patter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propels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ttern that the rural woman migrants choose to marry
non － natives． It is easier for rural women migrants with better personal conditions to marry non － natives．
Key words female migrants; marriage pattern; China's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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